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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所谓中国教育史研究中的视角下移，是指在研究中从更多地关注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等宏观层

面的内容，转而为更多地关注教育的具体实施层面的内容，自２０世纪初教育史学科在中国诞生的百十年来，

中国教育史研究中出现过三次这样的视角下移，构成了学术研究的矛盾运动，促进了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发

展，也折射出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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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中国教育史研究中的视角下移，是指在研
究中从更多地关注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等宏观层面
的内容，转而为更多地关注教育的具体实施层面的
内容，如日常的教育过程、民众的教育实践等。自

２０世纪初教育史学科在中国诞生的百十年来，中国
教育史研究中出现过三次这样的视角下移，构成了
学术研究的矛盾运动，促进了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发
展，也折射出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道路。

一

２０世纪初，适应了兴办新式学堂的需要，也深
受中国“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中国教育史学科在中
国诞生。教育史学科诞生之后的一段时期里，学科
的价值主要体现为人才培养，即为师范学堂（学校）

培养未来的教师进行专业训练。从２０世纪第二个
十年起，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兴起后，由于现实中办理
新式学校和新式教育的不尽如人意，出于思考和探
索中国教育发展出路的实际需要，学者们开始主动

地反思本民族的文化和教育传统，教育史学科的学
术研究价值逐渐体现，并为人所重。中国教育史学
科诞生早期的这两个特点———教师训练的需要和思
考中国教育出路的需要，深刻地影响了学科未来的
发展。加之在教育史学科诞生之初，其教材和理论
体系的构建，是取法于转引自日本的德国模式。在
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注重在宏观层面上对中国历史
上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阐述，成为中
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主旋律。即以中国学者编写的
第一本中国教育史著作（也是教材）为例，黄绍箕、柳
诒徵所著《中国教育史》，其研究对象以学校教育为
主，其重要贡献在于提出了教育制度史研究的规
范［１］（Ｐ１２３）。再以陈青之所著，上卷完成于１９２６年，

全书三卷完成于１９３４年的《中国教育史》为例，这部
起于原始时代而终于作者当时代的中国教育通史，

全书的主题词是“教育制度”和“教育学说”，各章节
都围绕此而展开［２］。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上述中国教育史研究取



向的第一次冲击，来自当时不同的教育史观指导下
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在这一时期，受“五四”新文化
运动的洗礼，民主思想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在教育
领域里表现为教育的关注点下移，更多地关注社会
下层民众的生活与教育；从新文化运动时期起，美国
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和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开始在中国

传播，杜威来华讲学，更将这种传播及其影响推向高
潮，“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理念流传甚广；随
着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在中国
得到迅速传播，批判旧的教育制度，倡导无产阶级教
育，是其教育追求；同时，中国的学术界开始转型，即
从通过日本学习西方转而为直接向欧美学习，尤其
是向美国学习，引进其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
于对中国社会与历史的研究，从２０年代历史研究和
文化反思中的疑古思潮、二三十年代兴盛一时的社
会史大论战，可以看出中国学术界思想的活跃、理论
的多元和强烈的批判精神，而这一切也都不同程度
地折射在教育史研究中①。
以陈东原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教育史观，将目光

投向历史事实，注重实证，更关心教育“究竟怎样”发
生之类具体问题，力求“逼真”地反映实际的教育生
活，反对脱离事实的玄想和思辨，因此，在研究的视
野和史料的运用方面有很大开拓，尤其是小说、笔记
材料的运用成为重要特色［２］；以黄炎培为代表的实
用主义教育史观，依据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相联
系的观点重新审视教育的历史，主张“用全社会的眼
光来看教育、讲教育”，要求先将教育的“大史”写
成，才能去撰写教育的“小史”［３］。之后，方与严以
“生活教育”理论为指导，以“生活史”的立场重写教
育史，主张“处处着眼于生活影响”，而对无关实际生
活的史料则“略而不录”［４］（Ｐ２），这是将黄炎培的主张
推向了极端；以杨贤江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教育史观，
批判以往教育历史书写中的统治阶级立场，立志以
阶级斗争的线索重写教育史，并力图体现劳动群众
的教育活动在教育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

作用［５］。
在教育史研究第一次视角下移潮流中的所有这

些教育史观，在政治立场和学术旨趣上并不一致，有
些甚至相去甚远，但其共同点是不满足于反映制度
化教育发展和著名教育家思想的教育史表现样式，
并试图进行“突围”，倡导关注实际生活、关注劳动人
民，提倡更为丰富、具体、生动的教育史。显然，这种
研究理念对固有研究模式是个突破，在研究的理论、
方法、史料诸多方面都取得了收获，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中国教育学术研究的转型和中国教育史研究的转

型，即从以模仿为主转而为以自主探索为主，从主要
服务于人才培养转而为兼顾学术探索，具有十分积
极的意义。事实上，这些各具特色的研究共同促成
了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史研究第一个繁荣
期的到来。当然，这些主张及其指导下的研究实践
也存在十分明显的缺陷，如，一些主张泛化教育史研
究对象，过分强调教育历史发展中阶级斗争的意义，
不恰当地崇尚劳动人民的教育及其影响等等，对教
育史研究也造成了误导。

二

１９４９年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教育史学科的发展
面临着与半个世纪前颇为类似的情形，即其首要任
务是为重建师范教育体制和学校教育制度服务。不
同的是，所要建设的师范教育体制和学校教育制度
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变
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甚而是社会主义的；在学科建设
和研究中摒弃“资产阶级”和“唯心主义”思想，开始
普遍地强调和推行历史唯物主义。于是，在中国教
育史的教学和研究中，逐步形成以“政治上是进步的
还是保守的”、“思想上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
的”作为历史评判标准，以阶级斗争作为贯穿历史始
终的线索，依傍社会发展史、革命史来表现和判定教
育史。在对中国教育史的内容选择和形式表现方
面，同样是采用宏观叙述的方式，更为关注制度化教
育的实施和主流教育家的教育思想。需要指出的
是，人民共和国重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教育
史学科时，参照的样本是苏联的教育史著作，而苏联
的教育史叙述方式又体现了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学

术的特点，如讲究宏观、讲究思辨，可以说与半个世
纪前教育史学科在中国初建时所表现的学术特点颇

有异曲同工之处。

１９５８年，中共中央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
公社“三面红旗”，教育领域也开展了“教育大革命”。
当年９月《红旗》杂志发表时任中宣部长兼中央文教
小组组长陆定一的文章《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
合》，其中论及中国教育史的部分是毛泽东审阅时亲
笔所加，提出“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的观点，
认为：其一，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劳动人民有自己的
文化教育活动，如果不予表现，这样的教育史就不全
面；其二，“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
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
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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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
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专著，然而上
举那些，不能不影响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
当提到他们。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来，几千
年来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
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６］（Ｐ３９８）《红旗》杂志
在刊发的按语中言明文章代表了中共中央的精神，
要求各级党委组织学习讨论。所以，这种观点产生
了很广泛的影响，也对当时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产生
了直接影响。
在当时所编著的为数不多的中国教育史著述

中，劳动人民的教育、生产教育、科技教育等内容和
屈原、司马迁、范缜、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
等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被写进了教育史。如：孟
宪承等编的《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第二章“春秋战
国时期的教育思想”，在孔子、墨子、孟子、荀子四位
教育家之外，列入了屈原；第四章“秦汉至清初的教
育思想家”，列入了通常不被认定为“教育思想家”的
司马迁、范缜；还专列一节“几位民主文学家的作品
对人民教育的影响”，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

１９５５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中，节选了有关关
汉卿的戏曲、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
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的论
述②。又如：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所编《中国古代
教育史》完成于１９６２－１９６４年间，书中第五章“魏晋
南北朝时期的教育”中有“范缜的教育思想”，第六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教育”中有“柳宗元和刘禹锡的教
育思想”；尤其是全书专设了第十章“古代劳动人民
的教育活动”，阐述了研究劳动人民教育活动的意义
和劳动人民开展生产斗争教育、特别是开展阶级斗
争教育的历史③。与上述行动相对，原来一些一贯
受到重视乃至肯定的教育家，却因其思想上是“唯心
主义”的、政治上是“落后”、“保守”甚至“反动”的，则
或不予反映，或简单化地骂倒了事，如董仲舒、朱熹、
王守仁、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
教育史研究中的第二次视角下移与前一次相

比，差别在于官方推动并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
色彩，缺乏正常的学术探讨的内涵。虽然这样的做
法关注了向来被忽视的劳动人民的教育、生产教育、
科技教育、非制度化教育和非教育人物的教育历史
价值，不无可肯定之处，但其指导思想却颇可商榷；
同时，也泛化了教育史研究对象、模糊了教育史学科
界限、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我们看到，加入了上
述内容的这些教育史著述确显得牵强附会，不伦不

类。１９６２年初，《文汇报》刊载北京学术界关于中国
教育史研究中一些问题的讨论纪要，一些著名专家
学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批评，可以认为是一次纠偏，
也表现出研究视角回收的倾向，是一次否定之否定。
遗憾的是问题并未解决。在不久后到来的“文革”风
暴中，在中国教育史问题上的认识和实践较之１９５８
年的观点更为极端，走得更远。表面上看似乎也是
关注了劳动人民的教育、生产教育和生活教育，彻底
坚持了视角的下移，却难以称其为教育史“研究”了。

三

“文革”结束后，中国教育史学科的“拨乱反正”
是从重新评价孔子的教育思想开始的，由此开始了
对“文革”期间甚至之前受到不当对待的诸多教育历
史人物和教育史基本理论问题的重新评价和讨论。
所谓中国教育史研究中的“拨乱反正”，并非简单地
回到“十七年”中去，可以说是回到１９６２年关于中国
教育史研究问题的北京座谈会所代表的研究立场上

去。同时，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之后，全国高等师范院
校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迫切需要相应的课程和教

材，一批编写、完成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的教育史教
材在相隔２０年后得见（或重见）天日④。历史似乎
又一次重演！于是我们看到，在一段时期里，中国教
育史研究更多地关注了学校教育的历史、教育制度
的变革、教育家的思想这类宏观的研究主题，学术关
注的层面仍旧是“高高在上”的。
然而，变化也在逐渐发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

文化反思热，９０年代现代化探索热，也深刻地影响
了中国教育史学科。前者，启发人们拓宽学术研究
视野，去发现和开拓教育制度史和教育思想史之外
的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后者，引导人们去关注、学习
乃至借鉴、运用当代西方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理
论、方法及其最新成果，重新审视和解释中华民族的
教育历史。于是，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中国教育史
研究中出现视角下移的动向，其主要表现是一批从
历史的角度探讨教育与文化关系的成果问世［７］。认
为教育、社会、文化是整体的，只有在与社会、文化的
交互关系中，历史上的教育才有可能被准确地把握，
成为教育的历史与社会文化研究的学术取向。由
此，教育史研究领域被大大地拓展开来。
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不满足于以宏观研究为

特征、以制度化教育和教育家为对象的研究取向，尝
试进行别样的探索，中国教育史研究中第三次出现
视角下移的学术趋势。迨至世纪之交，随着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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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更深地融入世界发展格局，这样的探索渐
成风气，并于近年蔚为学术潮流。相较于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新世纪以来的变化在于：拓展教育史研究
领域的意愿更为自觉，对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运用更
为主动也更多样化。如：在研究方法方面，口述历史
的方法、叙事的方法、人类学的方法等被广泛运用；
在研究选题方面，历史上的教育风俗、儿童歌谣、学
校校训、私塾教师、学校生活、乡村学校等等问题越
来越多地受到关注，甚而有诸多不俗的成果问世⑤，
可以相信还将继续涌现。
出现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教育史学术发展中的这

一潮流，表现出与欧美国家产生于２０世纪六七十年
代的“新社会史”潮流颇为相似的学术特点，即：从历
史认识论方面看，表现出对“总体的、社会的历史”的
关注，同时也十分重视对历史进行文化和心态的考
察；从方法论方面看，表现出“自下向上看的历史”的
价值取向，改变了历史研究的视角，普通人和底层群
体、日常生活和具体过程等格外地受到关注；从研究
方法与技术方面看，表现出对诸多其他学科研究方
法的借鉴，尤其是对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的借鉴；从
研究材料方面看，突破了传统的“正史”、“文献”的窠
臼，几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成为史料的。由此，极大
地拓展了教育史研究的范围、丰富了教育史研究的
方法、改变了教育史研究的面貌，前所未有地展现了
中国教育历史发展的丰富而生动的画面。

四

中国教育史学科诞生以来的１１０年里，学术研
究关注点出现三次下移，如同“钟摆”一样，周而复
始，折射出中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矛盾运动。每一
次下移，都带来了对学科认识的扩展和深化；而每一
次下移，也带来了学科发展的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表面上看，三次视角下移具有一些相似性，而实际
上，无论是从背景、原因，还是从性质、内涵和意义等
方面进行考察，三次视角下移情形各不相同，而以发
生在世纪之交的这一次最可肯定。这一次探索更多
地具有学术价值，甚至可以说是踏上了国际学术发
展的节拍，对中国教育史学科发展将会产生长远影
响。但也必须指出，对中国教育史研究中的视角下
移，应当有分析地加以肯定；而对为当今人们颇多非
议的所谓宏观研究、关注“上层”等传统研究方式，也
应当有分析地加以评判。
教育史研究中的三次视角下移表现出现当代教

育和教育研究发展的总体趋势，即从关注制度化的

教育向关注非制度化的教育的转变趋势。在２０世
纪的中国，由于政权的更替和政局的动荡，研究视角
表现为“钟摆”般的三次下移和回复，显示了独特性；
然而下移的趋势却是一波胜似一波，不可阻挡，显示
了普遍性。“传统的教育史（包括带有描述教育史倾
向的陈述），基本上是‘制度化教育’的历史。它或把
非制度化教育置于视野之外，或对其加以贬抑；相比
之下，在当代，随着教育价值观的变化，教育史研究
的热点转向对‘制度化教育’的反思和对非制度化教
育传统的发扬。”［８］（Ｐ１１）所以，这种发展趋势的形成，
既因了传统的制度化教育的缺陷和人们对这种缺陷

的反思，也因了人们为了肯定反映生活实际的、以民
众为对象的非制度化教育的当代价值而需要追溯其

历史渊源。近年来批评者对传统的教育史研究模式
的批评，诸如“只注重社会上层，聚焦制度化过程，关
注精英人物”，诸如“科技教育不受重视，生产教育没
有地位”……就不为无由，继而呼吁教育史学应当从
“圣坛”回到“民间”也不为过分。因为，只关注制度
化的教育历史研究当然存在着极大的缺失。
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应当继续追问：研究视

角的下移为什么会“钟摆”般的周而复始地出现？对
于中国教育史学科建设来说，研究视角下移就可以
解决一切问题？考察历史，可以发现一些耐人寻味
的现象：三次研究视角下移接续着三个时代的教育
重建———２０世纪初的近代新教育的重建、新中国新
民主主义教育乃至社会主义教育的重建、改革开放
“新时期”社会主义教育的重建；而三次研究视角下
移中的前两次是为之后一个时代的教育和学科重建

所终结、所纠正并复归旧路———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的教育史研究终结了二三十年代的视角下移，“新时
期”的教育史研究终结了始于１９５８年而甚于“文革”
时期的视角下移……可以解释这种现象的观点是：
教育史研究中的这两种视角各有所用，只不过是适
应了不同的时代需求，显示了其独特作用而已；当特
定时代某一研究视角被偏倚偏重，或将导致教育史
研究的失衡，产生理论和实践的问题甚至困惑。最
为典型的案例即为１９５８年起始而在“文革”时期登
峰造极的这次视角下移。
因而，当今日我们顺应了时代和学术的潮流，看

到传统教育史研究模式的缺陷，倡导视角下移的教
育史研究时，似乎也应当时时提醒自己：是否矫枉过
正了？这样，就可能避免教育史研究中研究视角上
下移动的“钟摆”现象再次发生。

·２５·



注释：

①　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所著《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１９１５年

以德文出版，１９１９年意大利文再版，１９２０年出版英文版，提出

了分析的和批判的历史哲学。而在１９３２年出版的姜琦著《教育

史》中，关于教育史研究的方法论，作者自许为“历史之批判的

研究方法”。可见当时学术界对西方学术动态反应的敏感。

（参见杜成宪、崔运武、王伦信：《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７－３８页）

②　据孟宪承的学生孙培青回忆，孟宪承、陈学恂、张瑞璠、周子美

编成《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后，被出版社要求按陆定一《教育

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的精神做补充，否则就不能出版。

于是，１９６１年出版的书中就出现了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的内

容，有违选编者的本意。２００７年，在编纂《孟宪承文集》时，关于

《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一书的编纂原委和本来面貌，编者作了

多方考索。后决定恢复孟宪承等人原编的原貌，删去屈原、司

马迁、范缜等人物的材料和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吴敬梓、曹

雪芹等文学家的材料。（参见瞿葆奎主编、杜成宪副主编，文正

东校勘整理：《孟宪承文集》卷十《编校后记》，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③　参见《关于中国教育史中的一些问题的讨论》，载《文汇报》１９６２

年１月２５日。参加座谈、讨论的学者有范文澜、翦伯赞、林砺

儒、瞿菊农等著名历史学、教育学界前辈学者，而由北京师范大

学校长陈垣主持。这些前辈学者的意见较为一致，如认为：中

国教育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教育思想及其所代表的统

治阶级教育，劳动人民的教育成就材料有限，不必另辟专门章

节讲述；文学作品固然对教育影响很大，但它们与科学、文化一

样，主要只是教育发展的背景材料，需要特别写入教育史的文

学作品和作家必须慎重选择，“不能把教育史写成思想史或文

学史”，等等。但一些学者也认为，“教育史中应该提到自然科

学……应该写科学家”，等等。（参见杜成宪、崔运武、王伦信：

《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第７７－８４页）

④　这批教材有孟宪承编《中国古代教育文选》、毛礼锐等编《中国

古代教育史》、陈景磐编《中国近代教育史》、陈元晖编《中国现

代教育史》、顾树森著《中国历代教育制度》、华东师范大学教育

系、教科所编《中国近代教育史》等。

⑤　如有：张素玲：《文化、性别与教育：１９００－１９３０年代的中国女大

学生》，教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蒋纯焦：《一个阶层的消失：

晚清以降塾师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司洪昌：《嵌入

村庄的学校：仁村教育的历史人类学探究》，教育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山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中国教育与文化”丛书

中，张梦倩：《中国传统童谣研究》、李屏：《中国传统儿童游戏研

究》、李世宏：《中国传统尊师风俗研究》、陈媛：《中国近代教授

群体研究》、王彩霞：《２０世纪中国学校校训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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